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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法定数字货币行为的刑法认定

李立丰 张鑫蕾

摘 要  法定货币数字化在技术上实现了货币从法律意义上的种类物到特定物的跃

迁，可以有效提高货币运行效率、充分发挥反洗钱等国家治理功能。法定数字货币虽然安全

系数较高，但仍然存在遭遇盗窃等侵财犯罪的风险。针对以法定数字货币为犯罪对象的新

型侵财犯罪，重点关注“打破旧占有、建立新占有”的传统刑法认定模式明显力有未逮。考虑

到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属性与法律属性，在判断其权属时，应分别针对法定数字货币的表达

式和作为货币财产的内容加以讨论。具体来说，应结合法定数字货币的不同应用场景，在危

害行为类型、危害结果表现以及非法占有目的与法益和行为相呼应三个层次，重构盗窃数字

人民币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并将其作为完善数字时代侵财犯罪刑法认定模式的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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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公众对支付便捷性、安全性、普惠性、隐私性等方面的需

求日益提高。目前较为普及的第三方平台电子支付模式虽然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因为主要依靠企业

信用，存在安全性和隐私性等方面的隐忧。区块链上无锚定的私人数字货币价值波动剧烈，且涉及国家

安全、货币主权等根本问题，很难获得官方承认。同时，为了应对上述新兴支付业态的冲击，我国已将研

发法定数字货币确立为进入金融科技时代后面临的重要任务。法定货币的数字化从技术上实现了货币

从民法意义上的种类物到特定物的跃迁，进而动摇了以货币为犯罪对象的侵财犯罪的传统认定模式。

本文认为，应当以法定货币数字化为契机，重新审视民法上货币占有即所有原理，进而以法定数字货币

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区分为基础，明确民法意义上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和内容的占有关系及权利流转规

则。以此为前提，本文廓清了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意涵，结合可能存在盗窃法定数字货币行为的两种技

术场景，并基于相关法理，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认定建议。

一、盗窃法定数字货币行为的认定误区

科技进步一日千里，法定货币数字化及作为其底层技术支撑的区块链技术尚未发展成熟便面临包

括量子计算在内的新挑战，存在遭遇包括被盗在内的犯罪侵害风险。反观刑法学界，对于科技发展背景

下作为犯罪对象存在的法定数字货币的权属变迁少有关注，仍窠臼于传统的民法占有观念，对于包括盗

窃法定数字货币行为在内的新型犯罪的刑法认定存在分歧乃至误读。

（一） 法定数字货币存在被盗的技术风险

一般认为，由一国中央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因具备实物货币的同源性、同构性以

及同权性，不属于“在财产保护、行政费用征缴法律中具有货币财产效力的其他支付手段”［1］（P226），而

应被认定为“数字化的法定货币”［2］（P52）。这种定性也得到了2020年由中国人民银行起草的《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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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支持。

作为法定货币的数字人民币，其关键底层技术特征源自区块链技术，属于一种“由数据信息聚合而

成的特定物”［3］（P523），而这也成为数字人民币的核心属性。一方面，借助以“时间戳”方式排序的数据

区块有序链接而成的分布式账簿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了去中介、去中心化、可扩展性、安全性、分布

式、不可篡改等特征，从而更具隐私性、高效性和稳定性［4］（P205），可以有效提高货币运行效率，充分发

挥“持续个人尽调”、有效“反洗钱”“反贪腐”等国家治理功能。另一方面，借助区块链技术，法定数字货

币彻底摆脱了纸币匿名流通的弊端，可实现流转记录与流转主体个人信息的实时获取。凭借此类技术

设计，法定数字货币能够为用户提供较高的安全保障。

然而，包括区块链在内的任何技术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都必然存在某种缺陷。事实上，从一开始，

分布式账簿技术就面临所谓的“不可能三角”悖论［5］（P2），无法完全兼顾去中心化、可扩展性和安全性这

三大基本技术要求。现实中，私人数字货币遭到窃取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2014年，黑客从一家总

部位于东京的比特币交易所窃取了价值 4.6 亿美元的比特币［6］（P52）；无独有偶，2016 年，另外一家比特

币交易所同样遭受网络攻击，被窃取的比特币数量高达12万个［7］（P140）。虽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

国家通过由央行垄断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权，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传统区块链“去中心化”要求所带来

的弊端，但随着量子计算等全新算法技术的登场，法定数字货币不可复制、不可伪造的神话已经不复存

在。从理论上来讲，一旦别有用心者凭借技术创新掌握优势算力，即可破解复杂的密码系统、夺取记账

权、逐个节点篡改分布式账本、随意制造假链或篡改主链。在这个意义上，“颠覆分布式账本只是时间问

题”［8］（P62）。也正因如此，对于法定数字货币安全性的担忧，贯穿于数据存储、在线支付、离线支付、个

人信息保护的全链条［9］（P116）。更何况，根据我国“数字人民币”APP 载明的服务条款，对于单笔上限

2000 元、日积上限 5000 元的小额交易，采取的是匿名交易制度，仅仅对于单笔上限 5000 元、日积上限

10000元以上的交易采取实名认证。即便央行登记中心在理论上可以记录数字人民币流转的全过程，并

通过大数据中心监管交易行为，但别有用心者仍然可以凭借黑客技术模糊交易路径和交易地址，从而规

避监管［10］（P280）。区块链技术与法定货币的融合，势必导致金融市场环境日益复杂化，进一步凸显常规

监管方式与极速交易效率、庞大交易量之间的不匹配性。

本文认为，传统货币虽然加印了独一无二的冠字号码，但因为技术限制，无法对每一张纸币实现全

流程跟踪，更无法确定特定时间节点该张纸币的权属关系，只能被迫将其作为种类物加以法律规制。反

观法定数字货币，其特有的加密币串，类似于纸币上的冠字号码，具有唯一性［11］（P85），同时由于区块链

技术的加持，使得法定数字货币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特定物。从权属关系上来看，与实物货币不同，法定

数字货币往往与其数据载体高度一体化。以数字人民币为例，在“硬钱包”的应用环境下，植入芯片的可

穿戴设备被用来作为数字货币的载体，除此之外的普通场景，即所谓“软钱包”的应用环境下，所有者可

以通过对软钱包的数字化控制来实现对账户内数字人民币的占有［12］（P166）。无论是哪种方式，法定数

字货币都摆脱了传统的物质媒介，演变为纯粹的数字符号，而其作为犯罪对象的物理属性及法律属性的

颠覆性流变，严重冲击了传统的侵财犯罪认定模式。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正如传统现金的价值并

非由作为其载体的纸张决定，数字人民币的价值也并不在于无形的数字载体，因此不能用法定数字货币

的技术属性简单代替其法律属性［13］（P93）。在承认法定数字货币存在被盗的技术风险的基础上，可以预

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逐步应用，针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盗窃行为也会频频发生”［14］

（P113）。传统盗窃罪的司法认定以既有通说为依据，司法机关着重判断是否存在“打破旧占有、建立新

占有”的行为，但传统司法认定模式显然无法契合以高技术手段窃取法定数字人民币的新型犯罪，因此

应根据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刑法意涵，重新打造以央行数字人民币为犯罪对象的盗窃罪的司法认定模式。

（二） 盗窃法定数字货币的性质争议焦点

与央行积极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研发与试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法学界尚未对货币数字化的

··30



李立丰 等： 盗窃法定数字货币行为的刑法认定

法律属性展现出应有的研究兴趣。现阶段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学研究，呈现出民法与刑法分离、技术

与法律分离的倾向。刑法学者在研究法定数字货币时往往忽视了其民法属性。而民法学者在探讨法定

数字货币的占有和转移时仍秉持传统纸质货币时代的思路，忽视了法定数字货币流转的技术特点。现

有少量研究大多侧重私人数字货币的民法属性［15］（P80）。这些研究或者未结合法定数字货币转移过程

的技术特点［16］（P81）［17］（P62），放弃了物权变动受原因关系（债权行为）效力影响的传统立场［18］（P84），或

者主要关注特定语境下法定数字货币的债权属性［19］（P92）。相较于民法学研究，刑法学研究显得更为薄

弱，且多以立法为导向，如提倡增设“侵犯数字人民币罪”［20］（P114-115）或“妨害数字货币管理秩序罪”［21］

（P129），以期实现对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保护。除此之外，有刑法学者从法律治理角度提出监管建议［22］

（P106），还有学者研究法定数字货币对于洗钱罪、恐怖主义犯罪等货币流通链上犯罪的治理所能发挥的

作用［23］（P58-64）。就盗窃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学研究，虽然亦有少数学者认识到了货币数字化对于传

统盗窃犯罪认定模式的冲击，并试图就盗窃法定数字货币行为的着手、未遂、既遂以及与相关犯罪的区

分等提出新的认定标准，但往往缺乏对于数字人民币技术特点与法律意涵的关注，以至于观点各异，无

法形成基本共识［14］（P104）［24］（P121）［25］（P72）。

既有争议或者误区的症结在于，传统盗窃罪的司法认定模式与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意涵之间存在

龃龉。我国刑法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

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一般认为，盗窃罪的本质在于秘密窃取公私财物，并且转移占

有［26］（P157）。通说将盗窃罪的本质解释为“打破旧占有、建立新占有”，而不是“打破旧所有，建立新所

有”，司法机关也将此作为认定盗窃罪的依据。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借此可以将不动产纳入本罪犯罪

对象的范围；其次，行为人在转移了动产的占有后，并不能成为所有权人。动产物权变动遵循“合意+交

付”的规则，显然，被害人既没有交付的意思，也没有交付行为，所以盗赃物的物权一直属于受害人，且行

使物权返还原物请求权没有时间限制。因此，窃取行为妨害但没有消灭被害人的所有权，行为人并未就

此取得所有权。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特殊类型盗窃的扒窃成立犯罪不要求犯罪数额，这意味

着与普通盗窃相比，扒窃必然存在升高的不法内涵——与一般盗窃相比，扒窃的客观不法和主观不法都

有所升高。在客观不法方面，扒窃行为人盗窃的对象是被害人贴身范围之内的财物，而行为人未经允许

进入他人的贴身范围这一点，触犯了一种法理和社会观念上的“贴身禁忌”。对贴身范围所代表的人身

权益的侵犯，使得扒窃不法性升高［27］（P118）。在主观不法方面，必须证明行为人属于常业犯或常习犯，

至少有相关前科记录与品格证据证明其意图以此为业［28］（P145）。据此，在认定扒窃时除了判断是否存

在打破旧占有、建立新占有的行为，还要判断扒手是否侵犯了被害人的贴身空间。

本文认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意涵颠覆了传统盗窃罪司法认定模式。行为人针对法定数字货币

实施的所谓一般窃取和扒窃，与针对传统财物实施的相关行为存在显著区别。首先，针对传统财物实施

的窃取行为，实质在于针对该财物建立新的占有。而针对法定数字货币实施的侵害行为，如后所述，可

以转化为针对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侵害行为。针对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侵害行为，包括对数据本

身加以增加、删除、修改的行为，或者向央行发送转币指令要求央行对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实施作废旧

数据串、生成新数据串操作的行为。显而易见，针对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上述行为，并不能使原法定

数字货币表达式发生位置移动，也不能针对原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形成新占有。相关操作会直接消灭

原币串，生成新币串。此外，对于传统财物的盗窃并不会破坏该财物本身，但是针对法定数字货币表达

式的盗窃会导致原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作废。其次，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占有者是央行，有权对法定

数字货币进行作废旧币串、生成新币串等操作的也是央行。按照传统盗窃罪类型化行为的模式，作为实

行行为的窃取行为是指秘密打破旧占有，建立行为人或第三人新占有的行为。即便不考虑旧占有与新

占有的对象同一性问题，对于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行为人也根本无法为自己或他人建立新占有，毕竟

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在法律意义上永远由央行占有。再次，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内容的货币财产上没有

··3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 期

占有概念。所以，针对法定数字货币内容，不存在秘密打破旧占有、建立新占有的取得行为。既然对于

法定数字货币的形式和内容都不存在打破旧占有、建立新占有的情况，对于法定数字货币整体自然也就

更不存在打破旧占有、建立新占有的行为。最后，传统的扒窃行为之所以会侵害他人的贴身禁忌，是因

为要想扒窃到有体物，就必须将手伸进他人贴身的口袋里。易言之，传统扒窃行为不仅对有体物施加了

影响，也对财物与被害人相接触的那部分贴身范围施加了影响。当然，针对卡式或穿戴式“硬钱包”等物

理设备可以实施扒窃，但行为人利用可以接收法定数字货币的多功能终端阅读器（POS 机）、近场通信

（NFC）等设备，隔着一定距离（没有紧贴被害人身体）秘密获取了对方硬钱包中存储的法定数字货币是

否成立扒窃存在疑问。毕竟，行为人的行为只是拿出设备，靠近但没有紧贴受害人身体，法定数字货币

表达式转移的结果是近场通信技术自动实现的。所以，与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转移相关的近场通信等

技术，会引发对贴身禁忌的空间范围大小的争议，甚至会对行为刑法这一基本立场产生冲击。

二、作为盗窃对象的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意涵

如前所述，虽然学者大多认识到了包括“近场通信”技术在内的科技发展对于认定盗窃法定数字货

币行为提出的认定挑战，但其讨论因为忽视了作为盗窃对象的法定数字货币的特有意涵，导致相关研讨

未能突破传统的种类物语境，无法从法理层面精准认定盗窃法定数字货币行为的性质。本文认为，对法

定数字货币的刑法意涵进行理论探究，才是破解相关理论争议与研究误区的关键。

（一） 法定数字货币刑法意涵的厘定前提

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意涵，以其民法意涵为前提。只有在厘清法定数字货币的民法意涵，即法定数

字货币在民法意义上的占有及权属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判断刑法意义上法定数字货币的占有关系，进而

为以法定数字货币为对象的犯罪行为的司法认定提供指引。本文认为，应当将数字化的法定货币与其

他数据相区分，进一步来说，应当对数据进行具体划分，不能笼统地对所有以电子记录方式存在的符号

（广义的数据概念）加以研究，也不能仅仅关注价值源泉在于自身的符号（狭义的数据概念）。具体来说，

应根据用途将数据分为三类：第一类，与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安全运行有关的核心系统数据。破坏了这

种数据，如映像数据、进程状态数据等，计算机信息系统便不能正常运行或存在不能正常运行的危险。

第二类，用于辅助商业决策或政府管理的数据，如消费者偏好数据、确诊病例数据等，相关分析可以为政

府管理提供方便，或为私人企业带来利润，因此这类数据自身就具有价值。第三类，本身没有价值，但发

行者或用户赋予其所代表的内容以经济价值，进而可以被买卖或充当支付手段的数据，如Q币等虚拟财

产和私人数字货币。因此，法定数字货币可被归于第三类数据，其经济价值由作为发行者的央行赋予。

作为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数据与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内容的货币财产是不同层面的概念［29］

（P2720），二者的区分对于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权属意义重大。首先，法定数字货币的形式具有特定性，

内容具有不特定性，二者的区分具有可能性。一方面，就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本身而言，具有物理上的

特定性和法律上的特定性，同时又因为法定数字货币的表达式存储于用户的数字钱包中，其他人没有密

码无法对其进行转移，所以具有排他性。用户可以自主发出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转移指令，因而可直

接对其加以支配。另一方面，就法定数字货币的内容而言，货币财产可以为其他货币所替代，交易过程

中债权人并不会在意具体支付过程，只会关注收到的数额是否足以清偿债务。其次，法定数字货币形式

与内容的区分具有必要性。为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上配置所有权固然能够对用户进行直接保护，但这

一切建立在对法定数字货币的形式与内容区分的基础之上。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内容的金额或价值不具

有特定性，原权利人自然无法针对数额对侵权人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单纯注重法定数字货币非特

定的内容而忽视其表达式，显然不利于对原权利人的保护。藉此，既可以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行

使物权性返还请求权保证原权利人优先地位，又可以避免陷入价值或数额具有交易层面特定性［30］（P32-

33）的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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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数字货币亦是货币，对其占有及权属的认定应当与货币相同，但在民法意义上，对于货币不应

适用占有即所有原理。我国民法学界对于货币的权利流转规则存在两种观点，即“占有即所有说”［31］

（P53）和“物权变动有因性说” ［32］（P119-127）。本文认为，对于现金，仍应适用一般的物权变动规则①。首

先，我国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原则采取的是债权形式主义，虽没有独立的物权行为，但物权变动受

原因关系（债权行为）效力的影响［18］（P84-88），且原因行为中包含着转移货币所有权的意思。对于错误

汇款等不存在原因行为的情况，应否定所有权转移。这种理解其实能与物权形式主义达到一致的效果，

又不必像有学者主张的那样一味坚持货币权利变动应采取物权形式主义。其次，货币混合以至于难以

识别，无法适用“占有即所有”原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22条对于添附物的所有权归属进行了

规定：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时，应根据传统民法关于添附的学理对本条进行解释，即发生混合致不能区分

后主体对于混合物按份共有。也就是说，主体可以随时请求分割混合物，而并非谁占有货币混合物谁就

获得混合物的单独所有权。再次，对于现金类货币而言，占有即所有虽不是确定归属的依据，但是也并

非毫无用武之地。对于流通中的第三人，其可以依据“占有即所有”来推定现金的占有者是所有人，即公

示外观的公信力可以成为第三人善意的证据，除非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人重大过失或明知现金的占有

人并非所有人。此外必须明确的是，如后所述，对于法定数字货币而言，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内容的货币

财产的事实控制人是其用户，即所有者（对应字段中的owner）。正常情况下，货币财产在归属和处分意

义上也属于该用户所有。但这并非是适用占有即所有原理的结果，而是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所有者字

段所代表的货币财产权人，与对货币财产有法律规范层面较高认同度的事实控制力的主体一致而已。

最后，对于现金或存款而言，虽然“合意+交付或转账”是确定归属的依据，但是对于是否存在合意，在民

事诉讼中应由主张者举证加以证明。未占有现金的一方或付款人（原告）肯定主张双方不存在交付现金

的原因（合意），但是证明某事实不存在是极具难度的。因此，摒弃占有即所有原则之后，往往也能得到

货币归属于占有人或准占有人的效果。

本文区分法定数字货币的形式和内容，进而主张在判断法定数字货币权属时应针对法定数字货币

的表达式和作为货币财产的内容分别加以讨论。正常情况下，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所有权人与法定

数字货币内容的货币财产归属权人是同一主体。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归属转移，可以转换为法定数字

货币表达式的物权变动。如前所述，现金和存款不适用占有即所有原理，同为货币的法定数字货币也不

适用该原理，而具有特定性的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更无法适用该原理。传统现金的物权变动遵循一般

动产的债权形式主义，同为物权客体的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也应遵循该主义。我国央行登记中心负责

持有人登记以及流转过程登记，但这并不代表对法定数字货币而言登记后才引起物权变动。简单来讲，

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发生转移②是指我国央行发行登记子系统经付款人指示（合意），作废旧币、生成新

币，经商业银行数字货币核心系统发送到收款方的数字钱包中。根据我国央行申报的相关专利，法定数

字货币表达式上具有所有者信息字段，新生成的表达式用户字段当然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法定数字货

币表达式所有者发生了变化。所以，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物权在表达式被发送到收款方钱包之前，其

实就已经发生了变动。但是因为从生成新币到转移给收款方钱包的时间差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认为是

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转移到对方钱包时物权发生变动。根据相关专利可知，权属登记是在生成新币之

① 对于存款货币，转账行为也要以债权行为为依据。没有转移存款债权的合意，收款人只是存款债权的准占有人，而非真正债权人。但是作为债

务人的银行或其他第三人可以依据该准占有，推定作为准占有人的收款人是债权人。

② 具体而言，央行数字货币发行登记机构的登记中心，按预设支付策略或自定义支付策略进行转币操作。转币操作具体可以包括完成数字货币登

记和确权等相关操作，例如选择待转移数字货币字串，进行旧币作废登记、生产新币登记，设置新币权属并完成相应登记和同步确权链。转币操

作完成之后，数字货币发行登记机构的登记中心将转币转移执行结果返回给付款方钱包服务商数字货币核心系统，并向接收方钱包服务商数字

货币核心系统发送接受转币执行结果。转币转移执行结果包括执行状态、转移金额、作废旧币串列表、转入接收方钱包的新币列表、找回付款方

钱包新币列表等；接受转币执行结果包括接收的数字货币字串列表。接收方钱包服务商的数字货币核心系统发送钱包收款结果信息给接收方

钱包服务商的钱包服务系统。接收方用户终端钱包合约功能执行模块存放收到的新币串列表，向接收方用户显示钱包收款结果。

··33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 期

后立即发生的。作为一个必然发生的附随步骤，登记不是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物权变动的根据，其作用

只是供我国央行及其授权主体查询法定数字货币权属。如果将登记视为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物权变动

的根据，一旦登记与币串转移之间存在时间差，在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转移，即收款方占有了作为法定

数字货币内容的货币财产后，但央行尚未完成权属信息登记前，货币财产权人仍是付款方，这显然不利

于对收款人权利的保护以及数字人民币支付即结算目标的实现。法定数字货币双离线场景下交易体现

的就是这一点。双离线支付时，收付款双方依靠近场通信或蓝牙等技术实现数据转移，即法定数字货币

表达式的转移，但是要等到恢复有网状态时信息才能同步至央行数字货币登记中心。如果等到联网之

后央行登记中心变更权属时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才发生物权变动，那么在离线时间段内，交易安全将无

法保证。因此，应当统一认定标准，即在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经合意发生转移时（包括双离线状态下的

币串转移以及在线支付状态下银行发送新币到收款人钱包），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所有权发生变动，

货币财产的归属发生相应转移。

（二） 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占有及其判断

法定数字货币刑法意涵的揭示，应以刑法属性的明确为起点，以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为终点，藉此为

以法定数字货币为对象的犯罪行为的司法认定提供依据。目前，国内学者尚未对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

属性开展专门的探讨，现有研究要么直接将其作为盗窃罪行为对象，要么将刑法属性与民法属性混为一

谈。其实从本质上说，私人数字货币流通不存在货币串的转移，仅仅体现为一组连续的交易记录。根据

央行相关专利，当用户想要确认所持有的私人数字货币时，必须将所有的交易进行汇总并计算余额。简

言之，对于私人数字货币，用户所持有的是流入价值与流出价值的差额，而非加密币串列表。因此，认为

私人数字货币是数据的观点，其实是出于对私人数字货币技术特征的误解。从逻辑上来讲，因为私人数

字货币与具有表达式的法定数字货币的本质区别，对于私人数字货币刑法属性的既有研究方法对于法

定数字货币刑法属性研究而言启发意义不大。但巧合的是，正是因为存在将私人数字货币视为加密币

串的误解，才使得关于其刑法属性的争议焦点反而适用于真正表现为加密币串的法定数字货币。前文

已经阐明了将法定数字货币分为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与法定数字货币内容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此基

础上，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属性的讨论，也要从法定数字货币的表达式和内容两方面展开。

本文认为，区分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形式的表达式与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内容的货币财产，可以直接破

解法定数字货币究竟是数据还是财物的难题。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是窃取法定数字货币行为的直接客

体。而法定数字货币内容的刑法属性是财产性利益，是承载盗窃罪危害结果的对象。与Q币、游戏装备

等虚拟财产和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不同，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因此不需要像对虚拟财产刑法属

性的研究那样，先论证虚拟财产是用户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相应服务的债权，再根据合同之债是财

产性利益，才能得出虚拟财产是财产性利益的结论［33］（P32）。对于法定数字货币而言，不论其表现形式

为何，其内容都一定是财产性利益。

关于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一方面，根据规范性占有概念，判断占有的归属应判

断客体处于谁的分配领域［34］（P750），而分配领域既包括现实物理领域，也包括平台等网络虚拟领域，所

以该占有理论具有处理新型案件中占有问题的能力。对于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而言，就需要判断法定

数字货币表达式处于谁的分配领域，即需要判断数字钱包是谁的分配领域。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存储

于数字钱包中，而数字钱包由我国央行指定机构提供并负责运营。此外，在数字人民币硬钱包上也可见

“本钱包由某商业银行所有”的字样。因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内容与其表达式同处于数字钱包这个分配领

域，所以根据规范性占有概念，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内容的货币财产也由商业银行占有。但是必须指出，

除前文对法定数字货币权属的论述外，数字人民币未列入我国央行指定运营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不能被

用于发放贷款等业务，所以法定数字货币的内容不归属于商业银行。另一方面，根据二重性的占有概

念，对于占有的认定，最重要的是事实控制力［35］（P1229）。在网络领域，事实控制力的含义应当是能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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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价值载体的数据修改、增加、删除，而用户显然无法对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本身直接进行物理操作

（作废旧币、生成新币），这种操作只能由我国央行进行。付款方用户发出转币请求和转币指令，并非对

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进行直接物理操作。据此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由我国央行事实控制，但是因为其

并非有体物，所以其上没有占有的概念。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内容，用户可以对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内容

的货币财产进行直接的物理操作（线上转账操作或“碰一碰双离线支付”操作）。

本文认为，通过对物权客体的重新界定，占有概念可以由作为传统物权客体的有体物，扩张至包含

具有特定性的数据（新型物权客体）。也就是说，虽然刑法意义上的占有的核心要素是事实控制力，但控

制力指向的对象与占有的客体并非完全重合，否则占有概念将基本等于所有或享有的含义。作为法定

数字货币内容的货币财产之上没有民法或刑法意义上的占有概念。就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刑法意义上

的占有而言，规范性占有概念与二重性占有概念其实不存在冲突。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确实存在于商

业银行的分配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业银行在技术上有能力对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本身进行操

作。但商业银行只负责维护系统运营、审核认证收付款人身份、违法审查以及货币兑换。所以，处于商

业银行提供并维护运营的数字钱包中的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与远在异国的车主停放在国内车库中的

汽车不同，虽然二者都处于主体具有排他性的分配领域内，但是因为客体的特殊性，商业银行对其分配

领域内的客体没有操作权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并非由商业银行占有，而应由央

行占有。此外，在规范认同意义上，也可以论证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占有主体是央行。即便认为数字

钱包处于商业银行的分配领域，商业银行对于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有事实控制力，但在法律规范层面，

对这种事实控制力的认同度也明显要低于对我国央行具备事实控制力的认同度，毕竟商业银行没有对

表达式加以操作的法律权力。根据一般法理，如果多个主体都具有事实控制力时，规范认同度高的应被

认定为是占有人［35］（P1202）。同理，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内容，用户、商业银行、中央银行都具有事实控

制力，但是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要对其进行合法的现实控制，需通过输入支付密码才能实现，身份验证

对其构成法律障碍。因此法律规范对其事实控制力的认同度，低于对用户事实控制力的认同度。也就

是说，法定数字货币的货币财产归用户事实控制，但其上并不附着占有概念。上述结论，可概括为表1。

三、盗窃法定数字货币行为的认定模式
通过对作为犯罪对象的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意涵，特别是法律权属的探究，本文主张应当区分法定

数字货币的不同使用场景，最大限度结合既有理论与司法标准，有针对性地适用不同的认定模式。

（一） 普通场景中盗窃法定数字货币行为的刑法认定

从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意涵出发，本文认为，一般情况下，盗窃法定数字货币行为的表现形式为“破

坏旧表达式本身，表达式名义所有权人变更”，从而导致了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得等额货币财产的控制的

危害结果。对此，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应注意非法占有目的、窃取行为和法益的彼此呼应。

首先，普通场景下盗窃法定数字货币的危害行为的具体过程表现为行为人发出法定数字货币表达

式转移指令之后，旧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被作废，即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本身被破坏。如前所述，法定

数字货币表达式与普通动产一样，遵循“合意+转移”的物权变动规则。因为转移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违

背了受害人意志（没有合意），且可以做到返还代表相同价值的表达式，所以，被害人的所有权固然没有

丧失，但仅具有请求返还代表相同数额货币财产的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权利基础的意义。因此，未经

被害人同意的秘密指令转移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行为，妨害或破坏了被害人的所有权。在妨害所有

表1　法定数字货币权属以及刑法意义上的占有

内容

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

法定数字货币内容（货币财产）

占有

我国央行占有

无占有概念

权属

用户所有

归属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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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这一点上，窃取法定数字货币与窃取传统财物并无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本

身被破坏”更能突出盗窃法定数字货币的特点。对于新生成的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因为行为人转币没

有获得被害人的同意并且涉及返还受害人的问题，所以行为人并不拥有受法律保护的终局性所有权。

又因为法定数字货币内容和形式的权利人一致，即便行为人确实获得了对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内容的货

币财产的事实控制力，但对于新表达式所代表的货币财产，行为人并没有获得合法的货币财产归属权。

善意第三人如果相信行为人是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所有权人以及货币财产权人，可以通过继受取得

该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所有权和货币财产权。易言之，行为人只是因为被登记为用户，才成为新法定

数字货币表达式名义上的所有人以及相应的货币财产名义上的归属者。必须强调的是，盗窃法定数字

货币的行为人不是直接正犯，而是间接正犯。在以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为犯罪对象的盗窃罪中，不管是

未经权利人同意通过软钱包转账，还是通过硬钱包碰一碰，行为人的行为都表现为向我国央行发出转币

指令。而这并非是造成财产性利益损害的直接行为。直接作废旧币、生成新币，并将新币串发送到转币

指令中要求的收款地址的主体，是我国央行。因为行为人输入了正确的密码，央行履行了对客户进行身

份验证的义务，所以其按指令转币应被视为正常的业务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行为人利用央行完成了针

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盗窃行为，应被视为间接正犯。

其次，盗窃法定数字货币的危害结果应当被理解为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得等额货币财产的控制。在

将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视为“特定物”，将法定数字货币内容视为货币财产的基础上，直接作用于法定数

字货币表达式的危害行为引发的结果包括：“特定物”本身的消灭（所有权受到妨害），以及对部分或全部

货币财产失去控制（货币财产权受到妨害）。前者是看得见的结果，后者是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变化的

结果，二者必然同时出现。既然认可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特定物”的民法属性，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

变化的结果就不单纯是货币财产减损甚至灭失的表征，表达式变化自身具有独立的结果属性。而这也

是贯彻前文的逻辑导致的必然结论。但是因为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本身没有经济价值，所以其灭失的

结果无法成为刑法上的危害结果。本文认为，窃取行为直接针对的是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行为人虽然

在法律上没有获得对货币财产的权益，但确实控制了相应数额的货币财产，被害人因此失去了对相应数

额货币财产的控制。

再次，在司法认定时应注意非法占有目的、窃取行为和法益彼此呼应。在传统盗窃罪中存在三种占

有关系。首先，关于盗窃罪的法益，存在本权说与占有说之争论；其次，非法占有目的中的占有；最后，窃

取行为打破了他人的旧占有，建立自己或第三人的新占有。本文认为，三者并非各自独立，是相互呼应。

承认窃取行为破坏占有，但又认为盗窃罪侵害的法益是所有权的观点无法取得逻辑自洽。因为合法占

有的背后未必是所有权，非法占有的背后没有本权。无论是破坏合法占有，还是破坏非法占有，均符合

打破旧占有、建立新占有的行为类型。所以，窃取行为对应的法益就是占有或控制。而非法占有目的中

的占有，不应被解读为非法所有的意思，只能被解读为非法控制的意思。因为行为人明知窃取他人的有

体物后自己也无法变成所有权人，盗赃物随时存在被追回的可能，所以其不可能以取得所有权为目的，

毕竟该目的永远无法实现。在以法定数字货币为对象的盗窃罪中，三种占有关系也应彼此对应。盗窃

法定数字货币的行为人，秘密破坏旧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本身，成为新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名义占有

人。因此，本罪的法益是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内容的货币财产的事实控制力。非法占有目的应被理解为

非法控制货币财产的目的。司法机关必须坚持逻辑的一贯性，才能对盗窃法定数字货币的行为是否构

成盗窃罪进行正确认定。

有必要在此强调，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刑法属性是数据，但不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罪等现行刑法中所谓数据犯罪的犯罪对象。法定数字货币内容的刑法属性是财产性利益，是承载侵财

犯罪危害结果的犯罪对象。侵犯法定数字货币的行为成立侵财犯罪，同时成立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

统数据罪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犯罪。根据我国通说，数据犯罪与财产犯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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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处断。然而，本文对此持不同意见。一方面，法定数字货币的载体是手机等移动

终端、卡式硬钱包、智能手套、智能手环等可穿戴设备硬钱包，难以被解释为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另一

方面，部分学者和司法判决之所以混淆财产犯罪与相关数据犯罪，重要原因在于忽视了数据犯罪所处的

分则章节，抛弃了犯罪成立需要侵害法益或造成法益侵害危险的结果无价值理念，而是转向了纯粹的行

为无价值原则。相关司法解释对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情节严重的规定，主要是以非法

获取的信息组数为标准，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款中情节严重的规定，主要是以计算机台数为标

准。然而，并非对于计算机中存储、处理或传输的达到一定数量的数据加以非法获取或非法删除、修改、

增加，就构成这两个犯罪，实行行为必须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才能成立这两个犯罪。易言之，所非

法获取的或非法删除、修改、增加的数据，必须关涉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在这个意义上，并非计

算机里存储的任何数据都可以成为上述数据犯罪的对象。即使手机等移动终端和硬钱包勉强可以被解

释为计算机信息系统，删除、修改、增加作为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的加密币串的行为，也不会威胁到币串

所在的移动终端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从而无法成立前述两个数据犯罪。

（二） 预付费场景中盗窃法定数字货币行为的刑法认定

针对法定数字货币，还存在预付费场景下对于搭载智能合约的法定数字货币实施盗窃的可能性。

智能合约是一组数字形式指定的交易参与方彼此达成的协议承诺。通常认为，智能合约是一种旨

在以信息化方式传播、验证或执行合同的计算机协议。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或个人开始使用智能合

约，但并非每个主体都有开发智能合约的能力。为了智能合约的推广应用，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设

计了合约配置平台，用户可以向该平台发送智能合约生成请求，平台根据行业标识在合约库中获取相关

行业合约模板，并根据用户反馈的配置参数生成参数化合约。智能合约可以通过 Web3.Javascript 库的

方式或使用松露合同（truffle-contract）等监听外部事件，并在外部事件满足触发条件的情况下，由监听状

态转换为执行状态，进行物联网支付。总之，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普及，智能合约也随之应用到更多的

业务场景中，智能合约的处理逻辑也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总体而言，法定数字货币搭载智能合约大致

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主要是指根据智能合约生成或转移法定数字货币；第二种情况主要是指将

智能合约作为字段写入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中。二者只存在形式差异，并无实质区别。根据智能合约

生成或转移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后，均可以把该智能合约作为字段写入新生成的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

中。因为转移条件被预先设定，搭载了智能合约的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变得更加具有特定性。

搭载智能合约的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场景，主要表现为预支付消费模式。根据我国央行相关专利，

支付平台基于消费者的预支付请求，根据消费者账户中的数字货币以及预支付缴存智能合约①生成第一

数字货币，其状态表现为冻结。生成的第一数字货币可以存储于消费者账户中，其价值并未被转移给服

务提供方，而只是被预支付缴存智能合约锁定，仅可转移至特定的服务提供者账户。另一方面，处于冻

结状态的第一数字货币也可以冻结于提供服务方账户，或者其他可信第三方。即使将第一数字货币冻

结于服务提供者账户中，由于第一数字货币处于冻结状态，服务提供方也无法随意使用第一数字货币。

当支付平台接收到针对处于冻结状态第一数字货币的目标支付请求时，根据预支付核销智能合约，对处

于冻结状态的第一数字货币进行核销，生成与目标支付金额对应的第二数字货币，并将第二数字货币发

送给服务提供方的账户，使得服务提供方可使用第二数字货币。未使用的预支付数字货币还能被撤销

或取消，使得本就在消费者账户中的未使用预支付数字货币恢复可用状态，或位于服务提供者账户中的

处于冻结状态的剩余第一数字货币返回至消费者账户。藉此可以解决现有的预支付场景中，用户无法

① 根据智能合约生成央行数字货币是指，智能合约的执行装置应用合约执行模块响应于智能合约执行请求，调用应用层合约来执行业务逻辑处理

并构造资金层合约执行所需要的资金合约参数。资金合约执行模块根据所述业务逻辑和所述资金合约参数，通过所述应用层合约调用资金层

合约来执行资金处理。在资金层合约涉及资金操作的情况下，资金层合约调用数字货币系统的接口来完成资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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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预支付的货币进行退款的问题。

预支付场景中，搭载了智能合约的法定数字货币虽然可以较好地保护交易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但是

也催生出全新的侵财犯罪模式。可以预见，别有用心者通过改变（如增加、删除、修改等）应用层合约或

资金层合约数据，使该合约误以为监听到了满足合约触发条件的外部事件，进而资金层合约向数字货币

系统接口发送非法转币指令，然后我国央行根据该指令作废旧币、生成新币，并将新币串发送到行为人

（服务提供者）的数字钱包中，同时如果有剩余的话，将第一数字货币的余额（新的第一数字货币币串）发

送回消费者账户。上述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是，缴存了预付款消费者在没有享受相应服务时便被收取

了服务费，丧失了对相应货币财产的控制。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只是改变了智能合约数据。而这个行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其后发生的

一切行为或过程都不是行为人亲自实施的，而是由智能合约和央行自动进行的。本文秉承前文逻辑，认

为在预付费场景中，行为人利用央行的正常业务行为破坏了旧法定数字货币表达式，让自己成为新法定

数字货币表达式的名义所有人。在这个意义，央行只是工具，行为人是盗窃罪的间接正犯。至于非法改

变智能合约数据的行为，因为不会威胁到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运行安全，所以不符合我国刑法分则任何一

个罪名。即便如有些学者所主张的，将来要增设新罪专门对智能合约加以保护，非法改变智能合约数据

也是只能被认定为盗窃犯罪的手段行为，与盗窃罪存在牵连关系，应择一重处断。

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和私人数字货币业态的兴起，我国正在加大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力度，数字人

民币的试点工作亦取得了显著进展。数字人民币取代法定纸币的时代并不遥远，甚至已经到来。然而，

刑法学界对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刑法保护这一议题却没有展现出明显的研究兴趣，这种研究局面不利于

发现和解决法定数字货币在我国社会推行过程中已经遇到或可能遇到的犯罪侵害。本文以对法定数字

货币进行形式和内容的二分为基础，摒弃货币的“占有即所有”原理，确立了法定数字货币民法意义上的

占有及权属的民法意涵，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意涵。本文主张，司法机关秉持的传

统盗窃认定模式（即判断是否存在“打破旧占有、建立新占有”）与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意涵无法兼容，因

此，应在危害行为类型、危害结果表现，以及非法占有目的与法益和行为相呼应三个层次，构建以数字人

民币为对象的全新刑法认定模式。考虑到区块链技术以及法定货币数字化的高度复杂性，上述创新性

构建难免存在缺陷，但本文还是希望在传统侵财犯罪理论已经明显落后于科技发展的现阶段，用确定的

逻辑去预测不确定的未来，期待引起刑法学界在这一方向上的更多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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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BDC Theft in Criminal Law in China

Li Lifeng， Zhang Xinlei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gitization of fiat currency has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of currency from categorical to 

specific in legal sense, which can effectively facilitate such state governance a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urrency operation and anti-money laundering. Safe as it may be, CBDC is still subject to crimes of property 

infringement such as theft. In response to new crimes of property infringement targeted at CBDC, the tradi‐

tional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model of theft, which is based on "replacing the old possessive relationship with 

a new one", is no longer valid. Considering its technical and legal natu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ts ex‐

pression and the fact of it being monetary property, when determining the property rights of CBDC. There‐

fore, the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of CBDC theft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at three levels: the type of harmful be‐

havior, the manifestation of harmful results, and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urpose for illegal possession 

and legal interests and behavior,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CBDC. It should be used as 

a preliminary attempt to establish a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model for property infringement crimes in the digi‐

tal era.

Key words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 theft;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civil law implica‐

tion; criminal law implication; digital Yuan; quantum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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